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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時代華人女性如何應對在職場與家庭的困境。立
基於此，我們試圖討論關係HRM實踐、性別差異（男與女）、強迫性
公民行為、工作形塑與職家衝突間的關係。首先，我們探討關係
HRM實踐與職家衝突的關係；其次，藉由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本研
究欲探索強迫性公民行為在關係HRM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所扮演的中
介機制；接續，驗證性別的不同是否在關係HRM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
為之間具調節效果；再者，檢驗工作形塑能否減緩強迫性公民行為
對職家衝突的正向影響力；最後，我們以性別差異做為第一階段調
節變項（first-level moderator）及工作形塑做為第二階段調節變
項（second-level moderator），探討兩者在關係HRM實踐透過強迫
性公民行為對職家衝突此間接效果之影響力。本研究以台灣351對來
自不同產業別的全職員工及其伴侶為調查對象，透過時間遲滯設計
進行兩階段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關係HRM實踐─強迫性公民行
為─職家衝突之間接效果的強度取決於員工之性別差異。具體而言
，女性員工在面對關係HRM實踐時，將從事更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
，繼而引發更高程度的職家衝突。本研究亦發現若女性員工選擇從
事工作形塑，則可有效緩解前述之間接效果。最後，依據結果提出
學術意涵、管理意涵與後續研究建議。

中文關鍵詞： 關係HRM實踐、性別之差異、強迫性公民行為、工作形塑、職家衝突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uanxi HRM
practices, gender (differenc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job crafting,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First,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xi HRM practic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Second, through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we investigat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xi
HRM practic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Third, gender
(difference) is tested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xi HRM practices and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Fourth, we hypothesize that job crafting buff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dditionally, using gender
(difference) as a first-level moderator and job crafting as
a second-level moderator, the study also evaluates the
moderated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xi HRM
practic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via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Through a time-lagged design, a
sample of 351 couples (351 full-time employe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ir couples) completed two waves
of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xi HRM practic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through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was
conditional based on gender differen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Guanxi HRM practices on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onsequently on work-family conflict, was
stronger among female employees. Furthermore,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when female employees engaged in job
crafting,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Guanxi HRM practices on
work-family conflict were mitigated. Some academic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英文關鍵詞： Guanxi HRM practices, gender (differenc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job crafting, work-famil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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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高等教育以及性別平權價值觀的普及，女性在職場的貢獻與影響力愈發重要。特

別在一些低生育率、低移民率與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如何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以增加國家

整體勞動力已係維持或改善國家經濟增長的重點政策之一（Choi & Greaney, 2022）。中華民

國政府在提升性別平等不留餘力，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於 2021 年所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顯示，在性

別平等評比上本國獲得全球第七與亞洲第一的佳績（GII, 2021）。值得注意的一點，本國 2021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雖逐年緩慢提升達 51.5%，但相較於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的 66.9%仍存

在著 15.4%的落差；2021 年男女性別薪資差距為 15.8%亦比 2020 年之 14.8%擴大了 1 個百

分點（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3）。具體來說，女性的經濟地位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獲得

大幅的提升，但相較於男性仍是不平等的。充分的證據顯示女性的薪資收入往往低於男性，

她們更常從事兼職或承擔家裡的無償工作（即，家務、照顧長輩與帶孩子等）（Ponthieux & 

Meurs, 2015）。因此，女性在職場中所面對的問題與困境應獲得更多業界與學界的關注。 

在東方社會的職場中，「關係」（guanxi）是所有員工無可避免的重要議題。Li 等人（2019）

指出「關係」係人與人之間基於親密度、熟悉度、情感、義務與互信的聯結。華人文化中的

「關係」不同於西方文化之關係（relationship）。西方文化情境中的關係屬於對等與互惠的

人際往來，而華文文化所說的「關係」係一種基於上位者（優勢方）的施恩與下位者（劣勢

方）的回報所形成的默契聯繫，這關「關係」可能並不對等，因為下位者（劣勢方）必須時

時重視上下關係的維護（例如，年節送禮往來，噓寒問暖）；而上位者（優勢方）可憑自己

的心情喜好取消或加強「關係」（e.g., Blau, 1964; Chen et al., 2013; Yang, 1998）。Chen 與 Chen

（2004）指出順利締結「關係」的雙方受一種不言而喻的默契所約束，依循共同的華人社

會規範維繫雙方的承諾、忠誠與義務等。關係 HRM 實踐（guanxi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practice）則係華人「關係」精神在企業管理運作的延伸。Chen 等人（2004）將「關

係 HRM 實踐」定義為員工知覺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例如，職缺招募、職位晉

升、薪資調整、任務分配與績效評估等）等相關決策時，不依循企業既定規章與條款，而取

決於受決策者與員工私交的程度。換句話說，少數與主管建立良好私交的員工將被主管視

為內團體（in-group）成員，享受關係 HRM 實踐策略所帶來的特權與好處；反之，大部分

員工則係外團體（out-group）成員，無論付出再多的努力都無法獲得與內團體成員相同的公

平待遇（Graen & Cashman, 1975）。 

在關係 HRM 實踐的情境中，絕大部分員工為了獲得想要的資源則必須有所取捨，例

如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讓主管看到自己。然而，這意味著某些個人擁有的事物被犧牲了，譬

如家庭。Casper 等人（2011）指出工作與家庭係成年人最重要的兩個生活領域。工作與家

庭並非相互獨立而會彼此糾纏干擾，若無法平衡則會產生衝突（Kanter, 1977）。工作－家庭

相關文獻中最常被討論的議題即係職家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Byron, 2005）。職家衝

突意指一種個人因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無法兼容所形成的衝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

換句話說，當個人在努力在經營工作角色（或家庭角色）時，會導致展現家庭角色（或工作

角色）更為吃力。Lu 與 Lin（1998）曾提出一種觀點，個人生命中最具意義且能形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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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兩個重要因素係達致工作與家庭要求的角色承諾與責任。然而，個人同時管理不同角

色係非常困難的。若個人將過多精力投入於工作則可能顧此失彼，過往用以陪伴家人的時

間遭致挪用而引發職家衝突（Geurts & Demerouti, 2003）。具體而言，為了應對關係 HRM 實

踐所帶來的不公平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員工必須投入更多的努力才能保證自身的基本權益，

在增加工作投入減少家庭付出的此漲彼消下，則可能導致職家衝突的發生。據此，本研究

第一個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的正向關係。 

此外，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是否存在某些中介歷程亦係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近年來，陸續有不少學者就關係 HRM 實踐與後續結果之中介機制進行討論（e.g., Xu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 Yang & Yang, 2020）。例如，Xu 等人（2020）的研究發現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會中介關係 HRM 實踐與職業福祉之負向關係（occupational well-

being）；另外，關係 HRM 實踐亦可能透過雙歧行為（ambidextrous behavior）對創造性績效

（creative performance）產生負向影響（Yang & Yang, 2020）。由於本研究係最先之一將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進行聯結的研究，目前並未有研究對前述關係歷程進行討論。然而，

依據前述對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內涵的初步分析，員工在工作場合被迫從事額外的

工作似乎可成為一個探索的方向。由此，本研究試圖納入一種職場中的不樂之助（即，強

迫性公民行，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提出強迫性公民行為或許在關係 HRM 實踐

與職家衝突間具中介效果。強迫性公民行為被描繪為違反個人意願而被迫從事的角色外活

動（Vigoda-Gadot, 2006）。強迫性公民行為立基於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OCB 被視為員工一種基於利他主義精神的角色外行為而備受組織提倡，

從事 OCB 的員工則被譽為好士兵或好公民（Organ, 1988; Podsakoff et al., 1990）。但是，員

工皆願意從事 OCB？顯然並非如此。在企業中，人們最常接觸的對象莫過於組織、主管與

同僚。Vigoda-Gadot（2007）指出當個人受到來自具權威者（組織或主管）的高壓管理或同

僚施予的壓力時，則可能迫於無奈展現出強迫性公民行為。 

本研究試圖透過「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理論的觀點（Hobfoll, 

1989）釐清關係 HRM 實踐如何藉由強迫性公民行為的增加繼而提升員工之職家衝突。依

據 COR 理論的內涵，個人為了維持既有的福祉或避免未來的資源損失，會存在一種保存、

保護與獲取其所重視之個人、社會、物質及能量資源的基本動機（Hobfoll, 2001）。所謂的

資源被廣泛定義為個人重視的物件、狀態、條件或其他事物（Hobfoll, 1989）。在組織中，

員工所期待獲取的資源莫過於升職、加薪與更好的職涯發展。但是，在關係 HRM 實踐相關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下，僅有少部分與主管建立私交的內團體員工優先享受更多資源分配與

更高的升遷機會（Chen et al., 2004）。Westman 等人（2001）指出 COR 理論解釋了人們在

面對資源損失的威脅乃至遭致實際資源耗損的情境下，所展現的行為和行為意圖的反應。

Griffin（2015）指出公民壓力（citizenship pressure）通常發生在具有較高 OCB 規範與公民

文化的組織中。東方華人社會強調集體主義（collectivism）（Hofstede, 1999），集體的利益

一般應置於個人利益之上，若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產生衝突時，則應遵循集體利益高於個

人利益的行為準則。在東方華人文化薰陶下的企業崇尚人治，主管被賦予極大的權力，主

管期待著員工對自己奉獻出忠誠與展現服從（Redding, 1990），如果員工能從事更多不在本

職責任的角色外行為則再好不過。絕大部分不屬於主管心腹員工為了保障所重視的工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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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僅能被迫從事更多有利於集體的「自發善舉」（即，強迫性公民行為）以此取悅主管。

然而，Hobfoll（2001）指出當個人為了處理一項工作需求的資源損失即可能降低應對其他

需求的能力，從而導致螺旋狀的損失（loss spiral）。這意味著，個人在應對高工作要求時很

可能耗盡他們所持有的資源，從而導致在應對其他需求時資源捉襟見肘。換句話說，當員

工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所帶來的剝削時，為了保障所重視的工作資源（例如，薪資、晉升

或任務分配），將會被迫耗費更多個人持有的資源（例如，時間、精力）在從事角色外行為

上（強迫性公民行為）；由於個人資源有限，若在職場消耗額外的資源意味著個人僅能犧牲

對家庭與配偶的投入為代價，最終因工作－家庭投入的不平衡形成職家衝突（Geurts & 

Demerouti, 2003）。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目的係透過 COR 理論揭開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

民行為－職家衝突之中介歷程。 

此外，一個值得重視的議題是，性別差異很可能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

間形成不同的影響力。華人文化具有明確的人倫關係，可以以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與朋友有信的「五倫」關係《孟子·滕文公上》來概括之。其中，夫妻有別

即透露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意涵。在傳統的華人思想中，女性的價值以生兒育女賢慧持

家予以體現。這種思想係過時的，但不能否認的仍在華人企業中或多或少存在影響力。依

據性別平等會「2023 年性別圖像」的資料，本國中小企業的女性負責人佔 37.2%；女性負

責人所執掌的企業仍以符合傳統女性職能的服務業（住宿與餐飲）與教育業為主，即便如

此，女性負責人在前述產業的佔比仍未超過五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3），男性仍在企

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在崇尚關係 HRM 實踐的企業中，對於女性而言是不利的。由於男女權

力的失衡，年長的男性總是佔據著企業高職。一些優秀的女性雖善於建立良好的職場關係，

但這往往伴隨著名譽上的損害（Nolan & Rowley, 2020），即使她們是多麼的優秀，但與男性

主管建立「職場上的私交」仍然容易伴隨著流言蜚語。為了避嫌，女性必須付出更多的努

力（強迫性公民行為）才可能獲得較正面的看待。反之，Nolan 與 Rowley（2020）指出，

男性更容易與主管建立起較佳的關係。例如，男性可以透過工作以外的人際往來（例如，

球局、酒局）與主管建立良好的私交，這種「應酬」是社會價值觀所默許的。但是，無論女

性主管或員工從事前述活動皆會被指責行為不端。有鑑於此，本研究第三個研究目的係探

索關係 HRM 實踐與性別差異的交互作用是否對強迫性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力。 

再者，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之間是否有其界限（boundaries）存在亦係本研究探

討的重點。有感於家庭的重要性並不遜於個人對工作成就的渴求（Casper et al., 2011），本

研究第四個研究目的係從 COR 理論的投資觀點（resource investment）出發，當個人投入某

些新資源後，是否能有效減緩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衝突的影響。COR 理論提及，個人在面

對資源流失時，會試圖採取一些措施以獲取或恢復所重視的資源（Hobfoll, 1989）。

Halbesleben 等人（2014）進一步指出資源的再投資行為將有助於個人免受所重視資源的流

失甚至恢復失去的資源。換句話說，一些正向的個人特徵（personal characteristics）（例如：

工作能力）可在壓力事件（強迫性公民行為）與個人資源流失（職家衝突）之關係間扮演減

緩作用（Hobfoll, 2001）。在本研究中，我們試圖導入一種改變工作執行方式的能力，即工

作形塑（job crafting），藉此檢驗其在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之效果。工作形塑是一種

個人自動自發的工作改變行為，藉由對本份的工作進行調整以聯結自身的動機、偏好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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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藉此增加效益的舉動（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本研究認為，工作形塑的導入

有助於協助員工在面對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的壓力時，藉由對工作的重塑，得以與自身能

力、興趣與偏好相結合以達至更好的工作結果（Tims et al., 2014），繼而減緩對職家衝突的

負向影響。最後，本研究第五個研究目的係依循學者建議，試圖將調節推論與中介推論相

結合，形成調節與中介相嵌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Preacher et al., 2007）

(見圖 1 的研究架構)。本研究嘗試探索：（1）性別的不同在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

行為－職家衝突此一中介歷程的調節效果；（2）在同時考慮性別與工作形塑的調節效果後，

對強迫性公民行為在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間之條件式間接效果存在何種影響。 

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預期提供四點理論上的貢獻。首先，關係 HRM 實踐係華人文化

中特有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關係 HRM 實踐會促發何種後續反應一直備受學者們所關注

（Xu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 Yang & Yang, 2020）。本研究係最先之一將關係 HRM 實

踐與職家衝突進行聯結的研究。透過對前述關係的探討，我們釐清關係 HRM 實踐這種不

公平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Chen et al., 2004）如何對員工造成工作資源的剝削，促使員工在

工作投入重於家庭投入下形成職家衝突；其次，本研究基於 COR 理論（Hobfoll 1989）提

供一個立論的觀點，瞭解在員工知覺所重視的資源（例如：薪酬、升遷等）可能因為關係

HRM 實踐相關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而流逝（或損失）時，如何透過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予

以因應；然而，這種因應方式似乎形成了資源耗損的螺旋效應，迅速耗盡了員工維持家庭

投入的預期投入資源，繼而導致職家衝突；第三，我們提出性別的不同會在關係 HRM 實踐

的情境中引發不同程度的強迫性公民行為。本研究之推論呼應了 Nolan 與 Rowley（2020）

的觀點，即女性在充斥著「關係」的情境中會受到更多不公平的職場限制，相較於女性，男

性更容易與主管建立職場「關係」，亦不需要付出與女性同等的努力即可能獲得較佳的待遇；

第四，Ren 與 Chadee（2017）指出，資源獲取與投資行為屬於 COR 理論中較少被探討的觀

點。本研究將工作形塑視為一種個人特徵的資源再投資行為，以此抑制或恢復個人因從事

強迫性公民行為而犧牲的珍惜資源（即，對家庭和睦的渴求）。本研究期許透過預期的實徵

研究結果回應 Ren 與 Chadee（2017）的呼籲，藉此豐富 COR 理論關於資源投資行為的文

獻堆疊。 

圖 1：研究架構圖 

性別 

    

作挑戰 

關係 HRM 實踐 強迫性公民行為 職家衝突 

工作形塑 

    

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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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發展 

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 

 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則有關係。這句讓西方人雲裡霧裡的話，卻體現了華

人「關係」文化的奧妙。華人重視「關係」的建立，Fei（1948）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形

容對偶的「關係」（guanxi dyads）是華人關係網路裡面最基本的單位。然而，華人的「關係」

屬於一種以自我為中心向外發散的關係網路，向外的每一個節點是否互有聯繫並不重要，

只要所有的節點都與「我」聯繫即可發揮作用。因此，華人的關係更注重於「我」與其他個

體之兩兩相互關係（Chen & Chen, 2004）。Chen 等人（2013）指出華人的社會關係可以由共

同的家庭出身、相似的社會背景文化與密切的社會工作聯結所形成。在華人社會中，人們

會試圖尋找與自己具有相似背景的群體，例如，具血緣關係的宗親、來自共同出生地的鄉

親、校友、同事或結拜關係。這些錯綜複雜無處不在的人際網路支持著華人長期以來對社

會和商業關係的態度（Luo, 2000）。換句話說，畢業自共同學校的校友會惺惺相惜；人在他

鄉的華人會更願意協助擁有同樣鄉音的「自己人」；至於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家族企

業在華人社會中處處可見。有鑑於「關係」在華人企業的強勢影響力，Chen 等人（2004）

將個人知覺組織在執行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係取決於「關係」的程度命名為關係 (guanxi) 

HRM 實踐。 

關係 HRM 實踐為何會引發職家衝突？這可能是因為工作特徵所帶來的負面問題相較

於家庭特徵更容易導致職家衝突（Frone et al., 1992）。Greenhaus 與 Beutell（1985）將可能

形成職家衝突的來源分為時間基礎（time-based）導致的衝突、緊張基礎（strain-based）導

致的衝突與行為基礎（behavior-based）導致的衝突三大類。首先，個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會相互爭奪時間的使用權。由於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若把時間投入到工作角色上時，剩

下投入到家庭角色的時間勢必會被壓縮，因而形成因時間基礎導致的衝突感；其次，緊張

基礎導致的衝突意指個人在扮演某一個角色所形成的緊張或壓力狀態會轉移到另一個角色

上。例如，當個人在工作的角色模糊或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即可能把這種負面的情緒帶回

家裡形成衝突；第三，個人在組織內扮演對主管奴顏婢膝的小跟班，當回到家裡卻是不苟

言笑的頂梁柱，這兩種角色所展現的行為並不一致。若個人無法在所扮演的兩個角色中流

暢轉換時，即可能形成行為基礎導致的衝突感。華人文化推崇集體主義（Hofstede, 1999），

在集體主義下的人們會更在意內團體成員的福祉，並對外團體成員形成排擠（Earley, 1993; 

Hui et al., 1991）。奉行關係 HRM 實踐管理措施的主管為了回應心腹們對自己的忠誠，將透

過給予更多的資源分配進行施恩；此外，亦較傾向提拔那些與自己建立優質私交者到重要

職位上（Chen et al., 2004）；至於大部分的外團體員工即使努力付出也無法獲得與內團體一

致的公平對待（Graen & Cashman, 1975）。對於絕大部分員工處於關係 HRM 實踐人力資源

管理措施下的員工而言，他／她們並不如與主管建立起私交的心腹般輕鬆就能取得資源上

的分配。由於主管在人治的組織具有極大的資源與權力分配裁決權 （姜定宇、張菀真，2010），

在崇尚「關係」的氛圍中員工是難以追求公平的。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關係 HRM 實踐雖

被視為一種不公平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Chen et al., 2004），但並意味著主管就是壞人。華

人主管強調恩威並施（樊景立、鄭伯壎，2000），員工可以透過向主管展現更多的忠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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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承攬更多於公於私的額外任務）獲得主管的青睞。Silin（1976）的研究亦指出主管會對

員工採取分化管理的策略（divide-and-rule tactics），為了鼓勵員工之間相互競爭，主管是有

可能對外團體的成員展現施恩的。因此，在關係 HRM 實踐氛圍下的內／外團體員工為了

保有／爭取工作資源與地位，必須花費更多時間／精力在經營自己的工作角色上，而原本

該投入在家庭角色上的資源則會遭到挪用，因此形成職家衝突。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1：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呈正相關。 

強迫性公民行為之中介效果 

 強迫性公民行為意指員工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從事一些對組織有積極影響的角色外工作

活動（Vigoda-Gadot, 2006）。Vigoda-Gadot（2006）認為那些個人因管理者壓力而不得不展

現的「積極」角色外行為並不應該視為組織公民行為（OCB）的展現。強迫性公民行為的

概念發展自 OCB。在組織中，一些員工能會自覺展現出某類積極行為以提高組織效能，此

行為並不包含在組織規章或任何工作說明內，與正式獎勵制度無關亦非角色內要求，Organ

（1988）將之命名為 OCB。OCB 備受管理者與同僚所讚譽，那些樂於從事 OCB 的員工會

積極協助發掘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主動與他人討論尋求解決方案並自願協助別人完成

與自己無關的任務（Kidwell et al., 1997; Podsakoff et al., 2000）。因此，為了建立一個積極與

效率並重的工作環境，主管們紛紛倡導從事 OCB。然而，由上而下的「溝通」與「鼓勵」

往往會讓員工形成壓力（Ahmadian et al., 2017），這種具強迫性的說服行為（compulsory 

persuasion behaviors）則將員工自發的 OCB 轉變為強迫性公民行為。 

在前述本研究已在假設一的部分，就關係 HRM 實踐如何引發職家衝突的緣由進行探

索。至於強迫性公民行為如何中介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認為可

以藉由資源保存理論（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 理論）（Hobfoll, 1989）的內

涵進行解析。COR 理論的內涵敘述著人們對資源損失（resource loss）的感受是大於資源獲

取（resource gain），因此個人會去努力保護與保存自身所重視的資源（Hobfoll & Lilly, 1993）。

員工在工作中所重視的外在資源不外乎薪資、地位與權力等。在推崇關係 HRM 實踐的職

場中，一切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取決於「關係」。然而，華人的「關係」是一種不言而喻的

默契，在此情境中的員工會感到組織規章是模糊不清與無法預測的，因為沒有人能保障自

己與主管的「關係」是最佳的（Chen et al., 2011），或者主管與自己的關係是否重要到值得

主管來費心。在此情境中，所有員工即很容易對工作資源患得患失，員工將會竭盡所能保

護自己的重要工作資源。鄭伯壎（1995）指出華人主管習慣將員工區分為心腹與外人，對

心腹會展現更多的施恩與更少的立威，對外人則相反。因此，揣摩上意變得極為重要，員

工必須展現自己更多的忠誠以換取主管的施恩，例如更勤奮的工作、不斷加班展現敬業或

做出任何符合主管期待的事物。換句話說，在關係 HRM 實踐中，員工為了避免工作資源的

流失將會「自發」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 

此外，工作與家庭雙贏係成年人內心中的渴望（Casper et al., 2011）。Bolino 等人（2010）

認為那些容易在職場中因為壓力而從事公民行為的員工，在家裡亦容易感受到家人期許成

為一個為家庭付出的好配偶或好父母。過去學者曾提出 OCB 可能存在黑暗面，那些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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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公民壓力的員工為了從事 OCB，很可能常以傷害家庭的方式予以實現（Bolino & Grant, 

2016）。例如，個人很可能將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工作中，而忽略了配偶的感受或犧牲家庭生

活。COR 理論指出若個人持有的內在資源（例如：時間、精力）因工作情境中的壓力而不

斷耗損時，最終將會走向資源耗竭的結局（Lee & Ashforth, 1996），而強迫性公民行為一般

與工作壓力、離職意圖（intention to quit）、過失行為（negligent behaviour）與倦怠（burnout）

有關。換句話說，當員工從事愈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時，資源耗損的速度愈快，將更無力

維持家庭的和睦，因此導致職家衝突。 

綜合上述，本研究推論當個人在職場中具關係 HRM 實踐的認知時，員工會因為工作

角色與組織規章的模糊性而形成工作壓力，員工基於對此情境不公平的知覺而對自己是否

能保有重要的工作資源而感到擔憂；為了維護工作資源（薪資、地位、權力）員工會消耗更

多的內在資源（時間與精力）在從事不樂為之的強迫性公民行為；由於從事強迫性公民行

為消耗了大量的個人內在資源，個人失去了維繫家庭和諧的基礎資源，最終形成職家衝突。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2：強迫性公民行為會中介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的關係。也就是

說，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呈正相關；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

衝突亦呈正相關。 

性別所扮演的調節角色 

性別差異一般意指區分男性與女性的二元性別系統（two-gender system）（Ervin, 1986）。

性別差異並非僅是基於生理上不同，亦係個人特質的差異。例如，陽剛特質（masculinity）

往往與自信、獨立與理性有關；而女性特質（femininity）則透過體貼、敏感、責任與關懷

等方式展現（Cross & Markus, 1993; Palan, 2001）。Hofstede（1980）則指出男性會展現出更

多的自信，而女性則更有涵養。另外，男性普遍更重視收入與晉升，而女性更重視人際互

動、提供的服務與實體環境等（physical environment）。性別的差異亦可以在職場中體現。

傳統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已經過時，在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中女性參與職場工作已經成

為常態。目前為雙薪家庭的數目已超過了由男性養家糊口的單薪家庭。然而，儘管許多國

家立法禁止性別歧視，女性在勞動市場的收益仍遠低於男性（Ponthieux & Meurs, 2015）。 

在華人傳統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係遠不如男性。Lin（1939）指出相較於家庭中的地位，

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權力遭致剝削。傳統社會的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例如禁止進入

祠堂），在婚姻關係中男性可以三妻四妾，然而女性在配偶去世後則被強迫守寡甚至殉節

（Pang-White, 2016）。這種過時的觀念似乎仍殘存於華人企業中。個人所從事的行為很可能

會受特定文化背景下對性別的期望而制約（Zelezny, Chua & Aldrich, 2000），Schahn & Holzer

（1990）將之稱為「理想化的性別表徵」（idealized gender representations）。在提倡關係 HRM

實踐的組織中，女性可能會獲得比外團體成員更不公平的對待。例如，一位女性主動與直

屬主管（特性是男性）建立工作以外的良好私交似乎得承受極大的壓力與流言蜚語。甚至

有研究指出，相較於男－男、男－女與女－女之職場私交對偶關係，女性主管在職場中一

般較少與男性建立工作關係以外的個人「關係」（Chen et al., 2013）。然而，男性員工並沒有

這種顧慮。男性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例如，主動關心、投其所好與逢迎）等方式與主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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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私交。綜合而言，對於在關係 HRM 實踐情境中的女性員工而言，其為了避嫌而難以與主

管建立良好私交；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集體特質，這種差異反映出女性和男性的社會角

色的不同（Eagly, 1987）。即使感受到強烈的不公平感，她們仍比男性更傾向選擇順從

（Kolyesnikova et al., 2009）；Lovell 等人（1999）指出 OCB 的重要要素，例如善良、理解、

奉獻精神與支持他人皆與女性行為（feminine behaviors）相符。女性為了維護她們本應擁有

的工作資源，僅能被迫透過從事更多額外的角色外工作行為（強迫性公民行為），利用更多

的工作表現來引起主管的關注。反之，男性員工較容易在關係 HRM 實踐情境中與主管建

立程度不一的「關係」，而可能不用從事太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3：性別的不同會調節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之間的正向關係；

當員工性別為女性時，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的正向關係會

愈強。 

工作形塑所扮演的調節角色 

   當員工面臨工作上的難題時，一種方式係試圖結合自身的動機、偏好、與激情，對本分

工作內容進行重新設計並藉此扭轉困境，這種員工自動自發從事的工作改變行為被命名為

工作形塑（job crafting）（Tims & Bakker, 2010;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自從工作形

塑（job crafting）的概念被提出後（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即受到產學界所熱烈關

注。這是因為相較於以往自上而下（top-down）的工作設計方式，工作形塑屬於員工自下而

上（bottom-up），透過自主方式對自己的工作重新調整，因此更貼合員工的工作情境。個人

從事工作形塑的動機取決於三種個人需求，即對工作控制以減少疏離感、創造一個積極的

個人形象、滿足了個人與他人建立聯結的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Baumeister & 

Leary, 1995; Braverman, 1974; Wizesniewski & Dutton, 2001）。Tims 等人（2012）立基於工作

需求-資源理論（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JD-R 理論）發展出工作形塑四構面，分別為：

增加結構性工作資源（increasing structural job resources）、增加社會性工作資源（increasing 

social job resources）、增加挑戰性工作需求（increasing challenging job demands）與減少阻礙

性工作需求（decreasing hindering job demands）。前三個構面屬於個人如何增加自己的資源

以應對工作挑戰的取向；而減少阻礙性工作需求則聚焦於如何保存自身的資源以減少耗損

（Tims & Bakker, 2010; Tims et al.,2012）。 

 為了緩解強迫性公民行為對職家衝突所形成的負面影響。我們依循 COR 理論設計資源

投資與獲取的角度（Hobfoll, 1989），納入一項個人透過對自身工作的改變，主動增進與獲

取工作資源的能力／行為（即，工作形塑）為調節，以此減緩因資源快速流逝（強迫性公民

行為）所形成的資源耗竭後果（職家衝突）。依據 COR 觀點的概念，個人為了獲得資源或

抑制所重視的關鍵資源之流失，則必須投入其他資源以預防或彌補重視資源的流失（Hobfoll 

& Lilly, 1993）。在前述本研究曾提及強迫性公民行為係一種迫於無奈所展現的角色外行為。

這些行為並不包含在工作範圍內，故勢必佔據員工工作外的時間。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指出，

當個人投入過多的時間在工作上時，則會形成愈高的職家衝突認知（Alexandra Beauregard, 

2006; Byron, 2005）。實際上，個人對家庭美滿的憧憬亦不亞於成功職涯的追求（Casp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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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這種工作家庭失衡的結果似乎令人難以接受。因此，個人可能會主動採取資源獲取

與投入的方式試圖扭轉困境，例如從事工作形塑。積極進行工作形塑的員工會從三方面著

手改善強迫性公民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首先，員工可能會試圖與所有組織成員建立較佳

的工作關係品質與互動次數，讓工作在友好氛圍的互動下順利完成；另外，員工可能會試

圖改變任務的數量、範圍與種類讓工作能更有效率的完成以減少時間的浪費；第三，員工

會試圖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職能，改變自己對工作任務某些本質的認知，並

將正面的意義灌入工作之中（Wizesniewski & Dutton, 2001）。綜合而言，若個人展現積極正

面的方式看待人事物（從事工作形塑），則可能會成為個人有效的應對資源 (coping resource)，

從而導致其擁有更多資源可以補充／減緩因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引發的個人資源流逝，繼

而減緩對職家衝突的負向影響力。 

研究假設 4：工作形塑會調節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之間的正向關係；當工作形

塑愈高時，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的正向關係會減弱。 

   在假設 2，本研究已就強迫性公民行為如何中介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的關係

進行討論。此外，我們於假設 3 亦分析性別的不同會調節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

為之關係。本研究進一步整合假設 2 與假設 3 的推論，提出性別的不同會對關係 HRM 實

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而引發職家衝突的中介效果形成效果各異的影響。換句話說，由於

關係 HRM 實踐屬於一種不公平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在此情境中的員工會因為工作角色

與組織規則的模糊性而擔憂自己無法獲取重視的工作資源，員工則會透過從事強迫性公民

行為以求獲得主管的施恩（提供工作資源）；然而，個人耗費了過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工作角

色上，這將會排擠員工本應投入於維持家庭角色的資源，最終引發職家衝突。此時，若該

員工是女性，避嫌的傳統價值觀讓女性員工難以與主管建立私交，因此會強化關係 HRM 實

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引發職家衝突之間接效果；反之，對於較容易與主管建立私交的男

性員工而言，此間接效果則會較弱。最後，我們亦將假設 4 整合入前述架構，推論當女性

員工而且其進行愈多的工作形塑時，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引發職家衝突之

間接效果將會愈弱；若為女性員工且較少進行或較不願意從事工作形塑時，則此間接效果

則會較強。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 5：性別的不同會調節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影響職家衝突的

間接效果；當員工性別為女性時，此間接效果會愈強；反之，員工性別為

男性時，此間接效果則減弱。 

研究假設 6：性別的不同與工作形塑會同時調節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

影響職家衝突的間接效果；當員工性別為女性且從事愈多的工作形塑時，

此間接效果會愈弱；反之，若員工性別為女性但較少從事工作形塑時，此

間接效果則會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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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研究程序 

   本研究樣本蒐集自台灣不同組織與產業別的全職員工與其伴侶，採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與便利抽樣法（convenience sampling）進行問卷發放。首先，我們透過本計畫研

究人員的人際關係，以不計名方式招募與吸引正職員工 (受測者) 應邀參與本研究。研究人

員向受測者說明希望她／他們協助完成一項關於「工作環境」相關的問卷調查；所有過程

皆採取完全匿名方式進行，蒐集到的資料僅供學術用途，除了研究相關人員外不會有其他

人可以接觸資料；此外，研究者並不會針對任何一筆資料進行個別分析，將會採整體分析

的方式進行討論；最後，我們亦懇請受測者協助邀請其伴侶一同參與本研究。 

  學者指出若在每一個問卷蒐集時間點間隔一個月，將有效降低因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所產生的結果膨脹（Ostroff et al., 2002; Podsakoff et al., 

2003）。有鑑於此，我們依循前述學者的建議，採取二個時間點間隔一個月的作法，進行兩

階段「個人－伴侶」配對線上問卷調查。具體步驟如下：在 Time 1，研究人員依據向受測

者所取得的線上聯繫管道（例如：Line 與 Email），將第一階段線上問卷發放給受測者。線

上問卷首頁將附上受測說明訊息（participant information sheet），請其在閱畢後選擇是否參

與本調查。若受測者選擇 “同意”按鍵，則進入正式調查。我們將要求受測者對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與工作形塑之題項進行評估，並填寫相關人口統計資料；間隔一個

月後（Time 2），研究人員將第二階段線上問卷發放給受測者，並請求受測者將問卷轉發給

其伴侶。在伴侶問卷中，我們請伴侶依據受測者於家庭中展現之職家衝突進行評估，並填

寫相關人口統計資料。兩階段問卷皆採全匿名方式調查，我們要求受測者與其伴侶在問卷

中填寫雙方之手機後 3 碼，在最大保障參與者隱私的同時亦能順利讓本研究進行兩段問卷

配對，以利後續統計分析。 

  本研究總計向 400 組受測者發放兩階段網路問卷調查。扣除無法配對、遺漏填答與重

複填答等無效數據後，最終取得 351 組「個人－伴侶」配對資料，有效回收率為 87.75%。

依受測者人口統計資料分佈進行分析，198 位為男性，153 位為女性；受測者平均年齡為

34.98 歲；半數以上為大學學歷（59.3%）；平均工作年資為 6.96 年，前三就職產業分別為服

務業（22.7%）、金融與保險業（15.7%）及一般製造業（12.5%）。另外，在受測者伴侶之人

口統計資料部分，144 位為男性，207 位為女性；伴侶平均年齡為 34.67 歲；共有 230 人擁

有大學學歷。最後，受測者與其伴侶之平均相處時間為 8 年。 

變項衡量 

   本研究使用之量表皆翻譯自國外英文量表。為確認中文題項與英文題項之間語意相同，

所有量表都經過標準的翻譯−回譯過程，以確保題項之準確性與易懂性（Brislin, 1980）。  

關係 HRM 實踐 (Guanxi HRM practice) 

 關係 HRM 實踐在過去被視為一種組織層次的概念。然而，Chen（2004）發現個

人層次的關係 HRM 實踐相較於組織層級會存在較大的差異，提出在個人層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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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HRM 實踐探討亦係合理的。有鑑於此，本研究依循學者的建議（e.g., Chen et 

al., 2004; Yang et al., 2021），採員工自評方式邀請受測者自行判斷所處的組織有關

HRM 決策取決於個人關係的程度之感受，並依據「非常不同意」(1) 至「非常同意」(6) 加

以衡量。衡量題項如：「在我工作的企業中，許多人靠人際關係獲得入職機會」與「在我工

作的企業中，績效評估往往受到人際關係而定」等。本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88。 

性別  (Gender) 

   本研究將受測者的性別編碼為 1（女性）與 0（男性）。以性別做為調節變項，探討員

工之性別差異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公民行為間是否具有調節效果。 

強迫性公民行為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在強迫性公民行為的衡量上，我們採用 Vigoda-Gadot（2007）所編製的 5 題量表。本研

究請受測者依據李克特 6 點尺度（1 =從未如此；6 =總是如此）來評估自己被迫從事強迫

性公民行為的頻次。例題如：「我覺得公司希望我在自己職責外的事情投入更多，而這些事

情已經超越我願意付出的心力」與「主管會對我施壓，使得我必須從事自己職責外的工作」

等。得分愈高表示員工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的頻率愈高。本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93。 

工作形塑  (Job crafting) 

 本研究採用 Tims 等人（2012）所發展的「工作形塑量表」( job crafting scale) 量

表，使用其中之增加結構性工作資源、增加社會性工作資源與增加挑戰性工作需求

此三個構面進行衡量，共計 15 題。例題分別為：「在職場中，我會努力學習新事物」、

「在職場中，我會尋求他人對我的工作表現的反饋」與「在職場中，我會是最先去

瞭解與嘗試組織最新動態的人」等。題項採用李克特  6 點量表衡量，1 分為「從未

如此」到 6 分為「總是如此」，得分愈高代表填答者從事工作形塑的程度愈高。本量

表 Cronbach’s α 值為 .92。 

職家衝突  (Work-family conflict) 

   我們採用 Netemeyer 等人（1996）所發展之 5 題職家衝突量表，請受測者之伴侶

對受測者於家庭所展現之職家衝突進行評估。例題如：「我的伴侶會為了履行工作的

職責而改變家庭活動計畫」與「工作占據了我伴侶的大量時間，導致他（她）無法履

行家庭責任」等。題項採用李克特  6 點量表衡量，1 分為「非常不同意」到 6 分為

「非常同意」。本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92。 

控制變數 

 過去研究發現，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及受測者與伴侶相處時間皆可能對強迫性

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形成影響力（e.g., Golden et al., 2006; Thompson et al., 1999; Wang et al., 

2024）。為了更精準的探索本研究各構念之間的關係（Bernerth & Aguinis, 2016），我們將前

述人口統計變項納入為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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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進行假設驗證前，為確保本研究變項彼此不為高度相關構念，我們依循 Anderson 與

Gerbing（1988）的建議，將主要研究變項（即，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工作

形塑與職家衝突）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有鑑於工作形

塑的題項較多，為了維持適當的因素指標比率（indicator-to-factor ratio），本研究參考學者的

做法包裹（parcel）題項（Landis et al., 2000）。我們將工作形塑的三個構面（即，增加結構

性工作資源、增加社會性工作資源與增加挑戰性工作需求）分別進行包裹，最終合併

為 3 題代表題項。本研究進一步建構三個競爭模型（competing models）分別以卡方差異檢

測（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與四因子模型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本研究預設

之四因子模型相較於其他模型提供良好的配適度數據：x2(129) = 439.11, 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93, TLI（Tucker-Lewis index）= .92,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8, 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05，意味著四個研究變項為彼此不

同的概念。再者，所有題項與其對應之因素負荷量皆在.52 與.92 之間，且 t 值均達顯著（p 

< .01），顯示本研究各量表皆具有高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表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χ2 df Δ χ2 Δ 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 439.11 129 - - .93 .92 .08 .05 

三因子模型 803.70 132  364.59** 3 .85 .82 .12 .10 

二因子模型 1754.67 134 1315.56** 5 .63 .58 .19 .14 

一因子模型 2606.23 135 2167.12** 6 .44 .36 .23 .18 

註：四因子模型：本研究假設模型。三因子模型：強迫性公民行為與工作形塑合併為一個因子：二因子模型：
強迫性公民行為、工作形塑與職家衝突合併為一個因子；一因子模型：所有變項結合成一個因子。 

相關分析 

表 2 顯示各變項之敘述性統計資料與兩兩變項之相關係數。首先，關係 HRM 實踐與

職家衝突呈顯著正相關（r = .20, p < .01）；再者，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呈顯著

正相關（r = .26, p < .01）；最後，強迫性公民行為亦與職家衝突呈顯著正相關（r =.47, p < .01）。

統計結果初步支持本研究之假設方向。 

 

表 2 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 
變項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年齡 34.98 9.91          

2. 教育程度 3.02 .79 -.31**         

3. 工作年資 6.96 6.87 .79** -.24**        

4. 與伴侶相處時間 8.00 8.29 .83** -.37** .76**       

5. 關係 HRM 實踐 3.40 1.12 -.06 .09 -.02 -.11* (.88)     

6. 受測者性別 .44 .50 -.00 -.05 -.04 .00 .02  (-)    

7. 強迫性公民行為 3.12 1.27 -.06 .06 -.01 -.05 .26** -.07 (.93)   

8. 工作形塑 4.33 .81 .07 -.01 .04 .03 .13* .18** -.13* (.92)  

9. 職家衝突 2.84 1.24 -.02 .04 -.02 -.02 .20** -.19** .47** -.18** (.92) 

註：N= 351。受測者性別：男性為 0，女性為 1。括號內之數值為量表之 Cronbach’s α。 
   *p< .05；**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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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檢驗 

  為了驗證本研究之假設，我們採用 Hayes（2018）所開發的 SPSS 插件「PROCESS macro 

version 4.1」進行統計分析。研究以 351 筆樣本數作為母體，利用拔靴法產生 5000 筆樣本

進行運算，並透過 Model 4（總效果與中介效果分析）與 Model 21（調節效果與第一、二階

段調節式中介分析）驗證本研究各假設。首先，本研究運行 PROCESS-Model 4，並將運算

結果整理至表 3。依據表 3 之總效果與間接效果分析的部分，經由控制員工年齡、教育程

度、工作年資及與伴侶相處時間後，本研究發現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呈顯著正相關

（β= .22, p < .01），這意味著關係 HRM 實踐確實會引發職家衝突。假設 1 獲得支持。 

 

表 3 調節效果、總效果與間接效果分析 
調節效果分析 強迫性公民行為 職家衝突 

變項 β S.E. 95% CI β S.E. 95% CI 

  年齡 -.02 .01 [-.04, .01] .01 .01 [-.02, .03] 

  教育程度 .05 .09 [-.13, .22] .02 .08 [-.14, .17] 

  工作年資 .01 .02 [-.02, .04] -.04 .01 [-.04, .02] 

  與伴侶相處時間 .01 .02 [-.02, .04] .01 .01 [-.02, .03] 

  關係 HRM 實踐 .16 .08 [-.01, .32] .14* .05 [.03, .25] 

  受測者性別 -.19 .13 [-.45, .07]    

  關係 HRM 實踐 x 受測者性別 .25* .11 [.02, .49]    

  強迫性公民行為    .43** .05 [.34, .53] 

  工作形塑    -.19** .07 [-.34, -.05] 

  強迫性公民行為 x 工作形塑    -.10* .04 [-.19, -.02] 

R2 .09   .26   

F 值 4.76**   15.14**   

       

總效果與間接效果分析    效果 S.E. 95% CI 

 總效果 ：關係 HRM 實踐職家衝突 .22 .06 [.11, .34] 

 間接效果：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衝突 .13 .03 [.06, .21] 

註：N= 351。在性別上，男性= 0，女性= 1。β=未標準化係數。S.E.=標準誤。95% CI= 信賴區間均
以 95% 偏誤校正百分等級計算取得。 

   *p< .05；**p< .01。 

 

  本研究繼續驗證中介效果。透過 95% 偏誤校正百分等級（bias-correction percentile）信

賴區間對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顯著性進行檢驗（Shrout & Bolger, 2002），參考表 3，

結果顯示強迫性公民行為在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的間接效果為.13（95%CI= 

[.06, .21]）。由於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內不包含 0，證明關係 HRM 實踐會透過強迫性公民行

為的中介機制對職家衝突形成影響力，假設 2 獲得支持。 

  為了檢驗受測者性別與工作形塑於本研究架構中的調節效果，我們使用 PROCESS-

Model 21 進行運算，結果如表 3 之調節效果分析部分所示。首先，受測者性別差異確實在

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間扮演調節角色（β= .25, p < .05）。我們亦進一步繪製斜

率圖進行簡單斜率檢驗（simple slope analysis）（Aiken et al., 1991），用以釐清男性與女性之

調節效果差異。圖 2 顯示，男性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間的調節效果並不顯

著（β= .16, t = 1.89, p = ns）；相對的，女性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間的調節

效果則呈顯著正向影響（β= .41, t = 5.00, p < .01）。統計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 3，即當員工

性別為女性時，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的正向關係會愈強。再者，本研究亦發現

工作形塑在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間具負向調節效果（β= -.10, p < .05）。透過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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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工作形塑（β= .52, t = 8.14, p < .01）與高工作形塑（β= .35, t = 6.15, p < .01）的情況

下，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的正向關係將會依據工作形塑的增加而有所減弱（斜率差

異檢定 = .17, t = 2.00, p < .05）。換句話說，當員工展現愈多的工作形塑時，強迫性公民行

為對職家衝突的影響則愈弱。因此，假設 4 獲得支持。 

圖 2 受測者性別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間的調節效果 

圖 3 工作形塑在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間的調節效果 

 

  最後，本研究透過高低二群組的間接效果拔靴分析，藉由偏誤校正百分等級之信賴區

間，檢驗受測者性別差異與工作形塑是否在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進而影響

職家衝突的間接效果中扮演調節角色。表 4 條件式間接效果的部分顯示，在男性群組中，

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對職家衝突的間接效果並不顯著（Effect= .07, 95%CI= 

[-.03, .18]）；而在女性群組中，前述間接效果呈顯著正向影響（Effect= .18, 95%CI= [.10, .27]）。

這意味著相較於男性，當員工性別為女性時，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對職家

衝突的間接效果將愈強。本研究假設 5 獲得支持。再者，本研究亦發現，在女性與低工作

形塑群組中，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對職家衝突的間接效果則最強（Effect= .21, 

95%CI= [.11, .35]）；但是，於女性與高工作形塑群組中，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

為對職家衝突的間接效果則有所減弱（Effect= .14, 95%CI= [.07, .23]）。本研究假設 6 獲得

支持，即性別的不同與工作形塑會同時調節關係 HRM 實踐透過強迫性公民行為影響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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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間接效果；當員工性別為女性且從事愈多的工作形塑時，此間接效果會愈弱；反之，

若員工性別為女性但較少從事工作形塑時，此間接效果則會較強。 

 
表 4 調節式中介效果分析 

 間接效果 標準誤 (拔靴法) 95% CI 
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衝突    
  男性 + 高 工作形塑 (+1SD) .05 .04 [-.02, .15] 
    男性 +   工作形塑 (Mean) .07 .05 [-.03, .18] 
    男性 + 低 工作形塑 (-1 SD) .08 .06 [-.03, .23] 
    
  女性 + 高 工作形塑 (+1SD) .14 .04 [.07, .23] 
  女性 +    工作形塑 (Mean) .18 .04 [.10, .27] 
    女性 + 低 工作形塑 (-1 SD) .21 .06 [.11, .35] 
註：工作形塑之一倍標準差 (+1SD)為 .81，減一倍標準差 (-1SD)為 -.81。95% CI= 信賴區間均以 95% 偏

誤校正百分等級計算取得。 

 

結論與建議 

討論 

  本研究旨探討新時代華人女性在職場與家庭所面對的兩難。立基於關係 HRM 實踐會

引發職家衝突的前提下，嘗試揭開兩者之間的黑箱機制（即，強迫性公民行為）；更進一步

的，我們試圖釐清不同性別的員工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時，是否會對其後續所展現之強

迫性公民行為形成影響力；再者，亦檢驗工作形塑如何緩解強迫性公民行為與職家衝突之

關係；最後，本研究試圖將中介假設與調節假設進行整合，形成調節式中介模型推論，從

而驗證員工之性別差異與投入之工作形塑在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衝突

此中介歷程所扮演的強化／減抑效果。 

  首先，我們証實了關係 HRM 實踐確實會導致職家衝突的發生。關係 HRM 實踐係一種

不公平的管理措施（Yang et al., 2021），企業中的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決策（譬如，招募、任

務分配、績效評估、晉升、薪酬與獎勵）主要依賴人際關係程度而並非遵守規章制度（Chen 

et al., 2004）。這似乎意味在奉行「關係」的組織中努力工作未必會獲得相應的回饋，而與上

位者發展良好的「關係」或許對自己的職涯更有助益。是故，華人員工可能花費更多的時

間與精力在維持與主管於公或於私的「關係」建立上（Law et al., 2000）。例如，協助主管

處理更多的工作與私事或增加工作時間以外的人情往來等。然而，個人所擁有的時間與精

力等資源實為有限（Hobfoll, 1989）。當個人將過多資源投入於職場上的經營，則排擠了陪

伴家人的時間（Geurts & Demerouti, 2003），此消彼長下最終引發職家衝突。 

  其次，藉由 COR 理論之損失螺旋觀點（Hobfoll, 2001），本研究揭示了強迫性公民行為

在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之間的中介機制。具體而言，「關係」是華人生活中無可避免

的議題（Chen et al., 2013），良好的「關係」可視為一種解決生活問題的「門票」而備受人

們所重視（Zhao & Castka, 2020）。因此，儘管關係 HRM 實踐被員工視為一種職場壓力，從

COR 理論的角度，員工將會採取相應措施來維護所重視的資源（即，「關係」），譬如，從事

強迫性公民行為來避免資源的流失。強迫性公民行為係個人在壓力情境下，非自願所展現

的角色外行為（Vigoda-Gadot, 2007）。在東方文化情境國家中的員工，員工更可能從事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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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Yildiz et al., 2023），以此獲得主管的青睞。然而，「關係」壓力並不會因展現強迫性

公民行為而完全消失，員工必須不斷的投入強迫性公民行為來維繫「關係」。此時，個人將

陷入損失螺旋的窘境，當投入於強迫性公民行為的時間與心力愈多，維持家庭和諧的資源

將會愈不足，在資源失衡下則引發職家衝突。 

  第三，本研究證實了受測者性別的差異確實會在關係 HRM 實踐與強迫性公民行為間

扮演調節角色。相較於男性，女性員工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時將被迫從事更多的強迫性

公民行為。過去研究指出，女性員工往往在晉升、薪酬與任務分配等方面遭致不公平的對

待（e.g., Lyons & Zhang, 2023; Wolfgruber et al., 2021）。在標準普爾 500 指數（Standard & 

Poor’s 500）所包含的企業中，女性擔任 CEO 的比例僅為 5.8%，此一狀況在過去數十年來

未出現顯著變化的趨勢（Zhang et al., 2020）。當女性處於需要依靠「關係」決定其職涯發展

的情境中（即，關係 HRM 實踐）時將會更呈劣勢。Nolan 與 Rowley（2020）指出男女在發

展「關係」會有不同的待遇，相較於男性，無論女性主管或員工在從事私交建立時很容易

被異樣看待。再者，女性在遭致不公平對待時，較傾向選擇順從（Kolyesnikova et al., 2009）。

是故，女性員工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時，則可能選擇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來維護她們本

應擁有的職場待遇。另外，在工作形塑的調節效果檢驗部分，本研究發現工作形塑有助於

緩解強迫性公民行為所引發之職家衝突。工作形塑係員工主動從事的工作改變行為（Tims 

et al., 2012）。個人可以透過調整自己的認知、關係與行為，從而抑制職場壓力從而創造良

好的工作結果（Tims et al., 2012;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透過工作形塑，員工可以

獲取額外的工作資源來應對職涯挑戰（Tims et al., 2012）。依據 COR 理論的視角（Hobfoll, 

1989），工作形塑可被視為一種資源投資與獲取策略，在員工因從事強迫性公民行為導致資

源流失的情境下提供支持，從而緩解強迫性公民行為對職家衝突所帶來的影響。最後，本

研究將中介與調節推論進行整合，提出相較於男性員工，女性員工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

時，將會被迫展現更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從而引發更高的職家衝突。但是，當女性員工

從事愈多工作形塑，則有助於減輕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衝突之間接效

果。 

學術意涵 

 本研究擬有四點學術上的貢獻。首先，我們將關係 HRM 實踐的後續結果反應從職場

情境中延伸至對員工家庭的影響（即，職家衝突）。在華人社會中，工作與家庭係人們至關

重要的兩個生活場域（Liu et al., 2020）。但是，人們往往會為了工作選擇犧牲家庭（Xin et 

al., 2020）。過去學者在進行關係 HRM 實踐的探索時，主要聚焦於其如何預測員工的職場行

為／反應（e.g., Liu & Jia, 2021; Ren et al., 2024; Yang & Yang, 2020），對於關係 HRM 實踐如

何引發職家衝突的探討仍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我們回應了近期學者鼓勵研究者們探索更

多關於關係 HRM 實踐所引發的結果建議（e.g., Xu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對關係

HRM 實踐可能引發之家庭危機提出警示。 

  其次，透過 COR 理論的觀點（Hobfoll 1989），本研究揭開強迫性公民行為在關係 HRM

實踐與職家衝突間的黑箱。過去研究主要透過基本心理需求理論（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或不確定管理理論（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探討關係 HRM 實踐如何抑止

／降低員工之積極行為與心理需求，繼而導致負面工作結果（e.g., Liu & Jia, 2021; Y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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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20）。本研究另闢蹊徑，將「關係」視為一種華人員工所追求的重要資源（Zhao & 

Castka, 2020），在關係 HRM 實踐所帶來的「關係」需求壓力下，個人則可能被迫展現更多

的主動行為（即，強迫性公民行為）來維持「關係」。此時，則可能觸發 COR 理論之損失

螺旋條件（Hobfoll, 2001），在時間與精力快速耗損下，因資源失衡導致職家衝突的發生。

據此，本研究豐富了關係 HRM 實踐如何 (How) 影響職家衝突的文獻堆疊。 

  第三，本研究拓展了性別議題於關係 HRM 實踐情境的討論。儘管過去研究已將關係

HRM 實踐視為一種員工所面對的不公平職場壓力源（e.g., Chen & Chen, 2004; Yang et al., 

2021），但事實上在相同情境中，男性與女性所面對的困境可能大相逕庭。本研究證實了女

性在面對關係 HRM 實踐時，相較於男性將不得不從事更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更嚴峻的

是，華人傳統文化強調「男主外女主內」，職業女性仍需要面對「照顧家庭」的傳統責任

（Zhuang et al., 2014）。這導致原已「工作家庭兩頭燒」的女性在被迫投入於強迫性公民行

為後，將引發更嚴重的職家衝突。本研究發現呼應了 Nolan 與 Rowley（2020）的觀點，即

女性確實在職場中會遭致更多的壓力與困境。 

  最後，借鑒 COR 理論的投資與獲取視角（Hobfoll 1989），本研究將工作形塑視為一種

資源投資與獲取的策略，探討藉由工作形塑的投入，如何協助女性扭轉職場上所面對的困

境。Bakker 與 de Vries（2021）指出工作形塑係一種行之有效的自我調節策略。個人可透過

增加結構性的工作資源、增加社會性的工作資源與增加挑戰性的工作需求等方式創

造支持性的資源（Tims et al., 2012），從而緩解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職家

衝突之間接效果所引發的職場／家庭困境。本研究回應 Ren 與 Chadee（2017）的呼籲，將

COR 理論之資源投資的觀點應用於華人職場情境中。研究結果厚植了該觀點的理論知識，

亦有助於提示個人如何消彌職場壓力所帶來的負向效果。 

實務意涵 

   本研究發現反映出某些因約定成俗的文化特徵所形成的潛規則，如何在職場中形成對女

性不公平的職業壁壘。據此，提出四點實務上的建議。首先，我們認為關係 HRM 實踐是一

種不合時宜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在瞬息萬變的現代商業戰場，將對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

上才能發揮最強的戰力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任人唯親只會讓組織成員的同質性愈來愈高，

思考邏輯相似則無法產生腦力激盪走向創新，企業最後很可能因故步自封而失去競爭力；

其次，儒家思想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成就四階段。當員工連家庭的幸福都

無法維持時（職家衝突），家庭角色失能形成的壓力亦可能反過來摧毀個人的工作角色；從

傳統華人家長式領導的角度分析，主管在展現嚴父的督導外，亦應展現慈父的關懷關心員

工的家庭生活（樊景立、鄭伯壎，2000），若組織能讓員工無後顧之憂，員工則更願意奉獻

自己的忠誠為組織效力。第三，誠然員工自發展現的角色外行為可以為組織帶來好處，然

而強摘的果子不甜。當員工自願付出的動機轉為因職場壓力而不得不做的強迫性公民行為，

員工未必會盡心盡力付出，甚至員工可能陽奉陰違做無用之功。最後，本研究期許企業應

正視職場中男女在求職、薪酬與升遷機會等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中的差別待遇，建立以績效

論成敗的公平機制，無論男女皆應獲得公平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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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大部分變項皆由受測員工採自陳

（self-report）的方式進行填答，有可能導致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的產生。有鑑於此，我們採用事前預防策略與事後檢驗方式，盡可能降低 CMV 對本研究的

影響。在事前預防策略部分，本研究依循彭台光等人（2006）之建議於問卷設計中納入受

訪資訊隱匿法、題項意義隱匿法與心理隔離法。據此，緩解受測者擔心資料可能外洩的疑

慮，亦降低其在填答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潛在一致性動機（consistent motif）。在事後檢驗部

分，我們依據 Korsgaard 與 Roberson（1995）之建議，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以針對共同方法

變異進行檢驗。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四因素模型的適配指標（x2=439.11；df=129；

RMSEA= .08；SRMR= .05；CFI= .93；TLI= .92）明顯優於一因素模型的適配指標（x2=2606.23；

df=135；RMSEA= .23；SRMR= .18；CFI= .44；TLI= .36）。再者，Siemsen 等人（2010）指

出在 CMB 影響嚴重的研究中，調節效果的影響力將極其有限。在本研究中，無論受測者性

別與工作形塑的調節效果皆具顯著影響力，意味著 CMV 對本研究的影響實為有限。  最

後，Podsakoff 等人（2003）提出於不同時間點所獲取之不同變項的資料，能有助於排除在

同一個時間點的干擾因素。儘管本研究雖採取不同填答來源方式（個人‒伴侶配對樣本）與

二階段資料蒐集（間隔一個月）試圖降低 CMV 的發生，但是，由於受測員工問卷之關係

HRM 實踐、強迫性公民行為與工作形塑三個變項是於同一時間作答，因此可能無法完全避

免 CMV 的問題發生。故我們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利用縱貫性研究方式，以更嚴謹的方式

來瞭解因果關係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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